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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中国企业 － 劳动力匹配调查” ( CEES ) 数据，文章创新性地选择了管理效率这

一微观视角，就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进行了稳健地实证检验。通过回归发现，对于现阶

段的中国企业而言，管理效率基于当前的均值每提升 10% ，全要素生产率将提高 1. 72% ～ 2. 92% ，

管理效率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就管理效率对

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展开了进一步验证，分析发现: 管理效率可以通过企业自动化、信息化和开

放性程度的提升显著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因此，文章建议企业在加强管理的同时，也应配合对

相应的机器设备和交流环境进行优化，以实现企业的高效和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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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前，中国经济在经历了近 40 年的高速增长后，正面临着经济下行压力渐趋增大的严峻挑战。

据官方统计数据，中国的实际 GDP 增长率从 2010 年的 10. 3%降低至 2017 年的 6. 9% ; 同期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同比增速则分别从 2010 年的 23. 8%和 18. 3%放缓到 2017 年

的 7. 0%和 10. 2%①。针对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的问题，国内外学界给予了普遍关注。学者们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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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产业结构变化、大规模投资边际收益递减和市场化改革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

逐渐减弱等因素是造成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的重要原因 ( 蔡昉，2010; Brandt，2016; 周克，2017) 。

为应对上述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的不利影响，现有文献认为: 转变传统的要素驱动型发展模

式，加快全要素生产率的有效增长，这不仅有利于夯实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也是影响中国经济跨

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因素 ( Fan et al. ，2013; 郑伟华，2017) 。

基于现有的条件，中国经济增长应如何转向全要素驱动型? 国内外现有的文献主要基于人

力资本、研发创新、企业家精神和产业集聚等视角，针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问题展开了大量

研究。从人力资本的视角出发，部分文献关注到人力资本积累对企业经济绩效的促进作用。在

宏观层面，蔡昉 ( 2013) 认为: 随着人口转型进程的加快，中国“人口红利”的优势逐渐减弱，

因此，要实现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增长，中国经济必须从 “人口红利”向 “人力

资本红利”转型。梁润等 ( 2015) 则通过实证测算出在 1982 年至 2011 年期间，中国的劳动力

质量对宏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为 20% 左右。在微观层面，李唐等 ( 2016 ) 则基于一手的

调查数据，就人力资本质量升级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影响及作用原理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人

力资本质量对于现阶段中国微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约为 12%。余凡、王楚 ( 2016 )

则从制度环境出发，研究发现: 当企业的发展受到来自制度环境的阻碍时，企业会选择在人力

资本上进行更多的投资以提升企业绩效。

围绕研发创新等角度，部分文献对中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问题也进行了大量的理论

和实证研究。一方面，基于微观数据，程蕙芳、陆嘉俊 ( 2014 ) 和李源 ( 2016 ) 的研究发现:

研发创新对于中国微观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但是由于创新机会成本、

逆向溢出、技术创新能力和政府干预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研发创新投入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等经

济绩效指标的边际贡献虽然保持增长的趋势，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 ( 王海兵、

杨蕙馨，2016) 。因此，为加强研发创新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驱动作用，现阶段的企业

需要从加大研发创新的数量投入向重视创新要素的质量提升进行转型 ( 程虹等，2016a; 程承

坪、陈志，2016) 。

此外，也有部分文献从企业家精神、产业集聚等研究视角出发，对中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进行了解释。一方面，运用微观企业数据，程虹等 ( 2016b) 和刘鹏程等 ( 2013) 认为企业家的工作

经验、受教育年限以及人格特质等因素会导致其对企业管理行为的判断产生差异，而这部分差异是造

成企业生产率异质性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结合新经济地理学的相关理论，部分文献发现: 产业集

聚对我国资源配置结构优化、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 赵永亮等，2014; 季书涵等，

2016)。一个国家或地区出现的要素错配状况会导致社会整体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损失 ( 张莉等，

2013; Aoki，2008; 李静、楠玉，2017)。在此基础上，陶锋等 ( 2018) 则从投入共享、劳动力池和知

识溢出这三个方面具体分析了区域的集聚情况如何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

然而，在以上解释之外，近期有学者基于企业的异质性，从管理的角度对企业生产率的变

动给出了一种新的解释 ( Bloom and Ｒeenen，2007; Bloom et al. ，2015) ，上述研究发现: 企业

管理效率差异、管理特征不同是造成企业创新绩效、生产率存在异质性的重要原因，并对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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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总体生产率增长产生潜在影响。一方面，从理论层面上，Lucas ( 1978) 、Aghion and Howitt

( 2006) 等文献发现，现实的管理作为一种实践活动，企业为了达到一定的目标，在生产过程

中，对生产要素和技术进行不可缺少的组合输入，进而实现在既有技术水平下产出结构的优化。

因此，除技术创新因素之外，管理效率的提升也是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影响渠道。另一方面，

Salter ( 1966) 基于 20 世纪初英国生铁制造业，从实证的角度就管理效率对于企业劳动生产率的

影响效应进行了验证。在未发生技术进步的前提下，研究结果发现: 在相同资本和劳动力投入

的情况下，“高管理效率”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较 “低管理效率”组平均要高出 2 倍。运用相似

的识别思路，Syverson ( 2011) 基于美国制造业的数据，研究发现，在充分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

下，处于第 10 个十分位数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是处于第 1 个十分位数企业的两倍，对于管理能

力偏低的企业而言，其全要素生产率显著偏低。

虽然 Walker ( 1887) 等学者认为企业内部的生产实践尤其是管理活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

高至关重要，但是由于管理测度标准不一致的问题，上述文献多采用管理层的非认知能力 ( 开

放性人格特征) 、人力资本水平、年龄结构、绩效考核及其他管理实践行为作为代理变量。上述

变量仅能反映企业管理效率的部分状况，而无法全面反映企业在绩效激励 ( Incentives) 、管理实

施 ( Operation) 、目标规划 ( Targets) 和考核监督 ( Monitoring ) 等维度全面的管理效率状况，

从而难以规避统计误差对实证分析结果的潜在干扰 ( Bloom and Ｒeenen，2007 ) 。为解决管理效

率测度方法不一致的问题，Bloom and Ｒeenen 等学者基于随机抽样、双盲调查等科学统计方法发

起了世界管理调查 ( the World Management Survey，WMS) ，WMS 由上述四个维度下的 16 个管

理相关的各种实践问题构成，每个问题按“0 － 1”分进行等距离变量赋值，并最后将 16 个问题

的分值归一化后获得“管理效率评分”。在此基础上，Bloom 和 Ｒeenen 等已有效搜集了来自美

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发达国家以及印度、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的大量企业管理效率数据，

并就管理效率对于微观企业经济绩效、劳动力激励监督、研发创新能力等方面的影响效应进行

了长期的实证研究 ( Bloom and Ｒeenen，2010; Bloom et al. ，2017; Bender et al. ，2018) 。

近年来，随着微观数据可获得性的提高，以及现有文献对于企业生产率异质性问题的研究

深入，部分学者对于两者之间作用的原理逐渐展开了更进一步的研究。一方面，随着 “熊彼特

增长理论”的发展，部分学者开始打破企业内部生产实践的 “黑箱”，试图将研究的视角从外部

宏观因素转向微观企业内在行为的选择。其中，部分文献对公司内部生产实践特征与生产力水

平的相互作用进行研究，发现企业普遍会通过对生产要素和创新要素配置水平的改善以达到企

业产出绩效提升的目的 ( Syverson，2011 ) 。Gibbons and Henderson ( 2012 ) 认为管理是一种对

资源进行配置意识的产生，通过更为合理、有效的配置活动，将有限的资源从低效率使用转向

高效率的发掘。Acemoglu et al. ( 2013) 、刘华军、杨骞 ( 2014) 的研究也发现: 在相同物质资

本、人力资本等要素禀赋的前提下，企业管理层的开放程度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具有显著正向

效应。另一方面，部分文献则从营造开放性环境提升吸收水平的视角出发，研究认为: 微观企

业的研发创新效率不仅取决于自身研发资源的累积投入，也与其他同行企业基于研发创新的知

识交流有密切关系 ( Jones，2009) 。企业将技术引进后，转化的过程同样不可忽视，通过高效的

·521·

2018 年第 9 期



管理实现知识和技术等 “隐形”资源汲取效率的提升，最终提高产出绩效 ( Nelson and Wright，

1992) 。在开放程度更高的管理团队中，显著促进企业对外部创新知识的吸收效率，在这个过程

中，企业的创新水平自然水涨船高。

但值得注意的是，Bloom 等学者在 WMS 中并未规范收集来自中国企业的管理数据，另外，

基于国别和行业异质性对企业管理效率产生影响的考虑，在现有的文献中依然难以回答以下问

题: 作为高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在中国的企业中，管理效率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否存

在影响? 如果存在影响，那么两者之间的这种关系是以何种途径产生作用? 基于上述两个问题，

本文运用由武汉大学联合香港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等学术机构于 2015 － 2016 年进

行的“中国企业 － 劳动力匹配调查” ( CEES ) 所收集的数据。在 CEES 中，首次大规模地搜集

了中国微观企业的管理效率数据，此外，CEES 还涵盖了企业的财务、生产、销售、创新、质量

和人力资本等多方面信息，并以调查的企业为基准，通过科学的抽样方法对企业的员工进行分

层抽样，在抽取的员工样本中 30%为中高层管理人员，70% 为其他工作人员 ( 包括其他管理人

员、一线员工、技术设计人员、销售人员等) 。在员工问卷的设计中，涵盖了员工的基本信息、

家庭状况、工资奖金、社保福利和人格特质等多方面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基于上述企业与员

工的随机匹配数据，一方面，在对管理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回归的过程中可部分剔除因加

总谬误和选择性偏误等问题产生的干扰; 另一方面，实证研究中所有数据均来自同一个层面，

进一步减少了数据在匹配过程中产生的研究误差。

因此，为充分运用 CEES 数据的优势，并就管理效率对于中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

效应进行全面因果推断的思考，本文按照 Bloom 等学者的研究思路，从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出

发，并在控制企业的所有制、存续年限、出口状况、人力资本和研发状况等因素后，就管理效

率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进行实证研究。

论文后续结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为本文的模型构建，包括对管理效率、全要素生产率和

影响机制等变量的选取和测算，以此为基础构建回归模型，对管理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

关系及作用原理进行分析; 第三部分为描述性统计，基于 CEES 数据就管理效率对企业全要素生

产率的影响进行初步的统计分析; 第四部分为实证检验，在对管理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

系进行回归检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管理效率越高的企业其全要素生产率表现更好的原因;

第五部分则为本文的结论和建议。

二、模型构建

( 一) 指标选取

1. 管理效率测算

在对管理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回归之前，管理效率的测度是本文关注的重点所在。早

期的实证文献中一般以间接测度的方式对管理效率进行考察，但囿于调查问卷设计问项的不足

和计量技术的限制，这种间接测度方式所得的管理效率，在实证过程中难以剔除企业创新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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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外部环境等因素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作用。此外，间接测度的过程中难以将管理

效率在目标规划、绩效激励等维度上进行细分，进而关于管理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的

影响机制不能展开较为细致的分析。

为此，Bloom and Ｒeenen 等学者所开创的 WMS 调查为企业管理效率的科学测度做出了重要

的理论贡献。自此以后，采用规范量表的直接测度法逐渐成为测算企业管理效率的主流。具体

而言，WMS 调查设计了一个涵盖企业的绩效激励 ( Incentives) 、管理实施 ( Operations) 、目标

规划 ( Targets) 和考核监督 ( Monitoring ) 这 4 个维度管理特征的客观性调查量表，包括 16 个

与资本管理相关的各种实践问题。在具体的测算过程中，根据调查对象对每一个问项的客观选

择，按照标准对其执行情况进行 “0 － 1”等距评分，最后将 16 个问题的分值归一化得到整体的

管理效率分值，按照同样的思路，可以得到管理效率下面的绩效激励、管理实施、目标规划和

考核监督这 4 个维度的评分情况。在表 1 中给出了管理效率四大维度的含义和相关统计定义。

表 1 管理效率四大维度的含义和相关统计定义

维度名称 统计含义 测度方法

绩效激励

( Incentives)
对企业在员工激励程度方面的

评价

根据“一线和管理层员工绩效奖金获得比例及晋升情

况”等 4 个问题进行评分

管理实施

( Operations)
对企业在推广管理方法方面的

评价

根据“企业在高效率管理方法上的推广及看板管理状

况”等 2 个问题进行评分

目标规划

( Targets)
对企业在目标设定与执行状况

的评价

根据“考核指标设置、生产计划的关注度和难易度、计

划完成后一线和管理层员工的绩效奖金情况”等 5 个问

题进行评分

考核监督

( Monitoring)

对企业在员工考核监督方面的

评价

根据“一线和管理层员工对生产计划的熟悉情况和查看

考核指标的时间、以及在未能完成计划对一线和管理层

员工的辞退情况”等 5 个问题进行评分

注: 参照 Bloom and Ｒeenen ( 2007) 附表 I． A，基于“中国企业 － 劳动力匹配调查” ( CEES) 问卷进行整理。

2. 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根据全要素生产率的定义，其一般理解为总产出中不能由要素投入所解释的 “剩余”，反映

了在剔除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投入的情况下，决策单元在 “投入 － 产出”结构中效率改善的

程度。因此现有文献也多采用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企业维度生产率的代理指标 ( 鲁晓东、连玉君，

2012) 。本文按照 Brandt et al. ( 2012 ) 的研究思路，以企业的销售收入 ( sale_revenue) 作为产

出变量，以固定资产净值 ( capital) 、劳动力 ( labor) 和中间投入 ( intermediate_input) 作为投

入变量构建生产函数，以此获得剔除资本、劳动和中间投入等影响后的残差。另外，为尽可能

真实地反映企业的技术水平，假设在相同行业企业的生产技术处于同一水平。本文参照 ( 杨汝

岱，2015) 的做法，按照官方的分类标准①将所有样本企业基于“两位数”行业分类，本文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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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bb － Douglas 函数形式的生产函数如下:

lnYijdt = β0 + β1 lnkijdt + β2 lnlijdt + β3 lnmijdt + λ ijdt ( 1)

其中，式 ( 1) 的因变量是销售收入的对数 ( lnYijdt ) ，自变量分别是固定资产净值的对数

( lnkijdt ) 、劳动力的对数 ( lnlijdt ) 和中间投入的对数 ( lnmijdt ) 。将固定效应加入到生产函数模型

中，以完全控制企业之间时间的异质性之后，得到的残差 λijdt 则代表 t 时期企业 i 的全要素生

产率。

3. 影响机制相关指标

现有文献验证了管理效率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同时，国内外学者也有从企业配

置行为异质性的角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展开了实证研究，即一些具有更高配置水平或更开

放交流环境的企业其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也更好。基于此，结合 CEES 问卷的问项设计，本文试图

从以下三个方面对两者之间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

第一，在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背景下，企业通过引进自动化设备是其对冲劳动力成本

上升重要措施 ( CEES 研究团队，2017 ) 。企业在提升自动化水平的过程中，实现了对中低端

劳动力的替代，并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的稳定性，也就是说自动化从降低成本和提高产出两

个方面实现了产出效率的提升。因此，结合 CEES 问卷设计，本文以 “是否使用数控机器”

( CNC_dummy ) 作为企业自动化程度的代理变量。第二，随着在营运过程中涉及到的数据收

集、分析和传递等工作愈发繁杂，企业也愈发重视对信息化的投资，以支撑其高效率的运营。

企业基于信息化的建设，一方面以优化企业经营流程的形式来提高产出，另一方面通过扁平

化组织结构实现了企业内信息和决策传递效率的提升 ( 谢康等，2005 ) 。因此，本文以企业

“是否引进管理信息系统” ( EＲP_dummy ) 衡量企业的信息化投资状况。第三，管理效率以提

升对资源吸收的效率为机制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而在提升吸收的效率过程中，其中关键的一

点是要形成一个开放程度高、互动性强的交流环境。陈劲等 ( 2011 ) 基于一个开放式的视角

对企业吸收能力展开了研究，发现其内部员工的学习强度和组织的开放程度等方面能显著影

响对技术的吸收水平。李尚骜等 ( 2011 ) 的研究则指出: 在企业的研发过程中，需要的人力

资本多数是通过企业内部 “干中学”的过程进行汲取。企业员工在一个开放的创新文化中，

以互动的方式进行 “试错和交流”，能显著提升企业对外部创新知识的吸收效率 ( 荆宁宁等，

2017 ) 。因此，本文通过企业 “每周研发交流频率” ( rd_learning ) 表示企业的 “干中学”状

况，反映企业环境的开放程度。

( 二) 计量模型设定

关于管理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影响效应的判断，以及解释不同管理效率企业之间

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差异的原因，是本文进行实证的重点。根据前文的分析，结合中介效应

的一般做法 ( Muller et al. ，2005 ) ，分析在管理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影 响 的 过 程 中，

企业的配置行为所产生的作用。中介效应成立需满足以下条件: 一是自变量 X 对因变量 Y

和中介变量 M 的作用都需显著; 二是中介变量 M 加入回归后，自变量 X 与因变量 Y 之间

的关系不显著或者显著性下降。按照这个思路，并结合现有文献对管理效率与生产率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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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研究 ( Bloom and Ｒeenen，2007 ) ，本文构建了以下三个模型对管理效率与全要素生

产率之间作用的原理进行检验:

lntfpijdt = α0 + α1 mscoreijdt + α2 Z'ijdt + Dj + Dd + Dt + εdt ( 2)

Mijdt = γ0 + γ1 mscoreijdt + γ2 Z'ijdt + ε jdt ( 3)

lntfpijdt = η0 + η1 mscoreijdt + η2 Mijdt + η3 Z'ijdt + Dj + Dd + Dt + ε jdt ( 4)

在上面 3 个式子中，被解释变量 lntfpijdt 表示第 i 个受访企业、第 j 个行业、第 d 个地区、第 t

期的全要素生产率对数值，核心解释变量 mscoreijdt 则表示受访企业 2010 年和 2015 年的管理效率

评分值，Mijdt为解释管理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作用的一些影响因素，在本文中包括企业的自

动化、信息化和开放程度这三个方面，具体则分别通过“是否使用数控机器” ( CNC_machine) 、

“是否引入管理信息系统”( EＲP_dummy ) 和 “研发交流频率” ( rd_learning ) 进行代理。此外，

式中的 Z'ijdt则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企业的存续年限 ( firm_age) 、所有制类型 ( ownership) 、

是否出口 ( export_dummy ) 、是否有独立研发部门 ( Ｒ＆D_dummy ) 和人力资本状况 ( human_

capital) 等关键变量。基于 CEES 问卷的设计，所有制类型根据企业的注册类型划分为民营

( private) 、国有 ( SOE) 、港澳台外资 ( HTM ) 、非港澳台外资 ( Non_HTM ) 这 4 个类型，而企

业的人力资本则以“大专及以上学历员工占比”进行表征，Dj、Dd和 Dt则分别为对企业所属行

业、地区以及时间的固定效应。

三、描述性统计

进入实证检验之前，基于“中国企业 － 劳动力匹配调查” ( CEES ) 数据，本部分就管理效

率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进行初步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图 1 2010、2015 年管理效率四个维度的对比情况

数据来源: “中国企业 － 劳动力匹配调查” ( CE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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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通过 CEES 中企业层面的数据，计算得出所有样本企业 2010 年管理效率的均值

为 0. 52，2015 年管理效率均值为 0. 57，2015 年较 2010 年的管理效率提升了 9. 62%。但

是，在 Bloom et al. ( 2017 ) 对 33 个国家的企业管理效率描述中，中国企业的管理效率排名

第 21 位，低于智利、墨西哥和土耳其等同为发展中国家的管理效率，仅达到美国、英国等

发达国家管理效率平均水平的 70% 左右，这说明中国企业的管理效率仍存在较大的改善空

间。另外，根据官方相关统计①，基于资本和技术等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管理效率与全要素

生产率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正向相关。因此，管理效率或可成为驱动中国企业全要素生产

率持续增长的重要路径。

其次，基于管理效率的测算思路，本文针对管理效率所包含的目标规划、考核监督、绩效

激励和管理实施这四个维度的得分进行测算，进一步分析中国企业管理效率的状况。在图 1 中，

所有样本企业 2010 年和 2015 年的绩效激励、管理实施和考核监督这三个维度的均值高于或基本

与同年管理效率的均值水平持平，而 2010 年和 2015 年的目标规划维度的均值却显著低于同年管

理效率的均值水平。这表明，在当前中国的企业中，目标规划这个维度是整体管理效率提升的

短板，是企业未来提升管理效率需要重点关注的方面。通过对比两年四个维度的得分情况，发

现 2015 年四个维度的得分较 2010 年都有一定程度上的提升，其中绩效激励提升的幅度较为明

显，达 9. 80%。

表 2 基于五分位的管理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

管理效率五分位
全要素生产率 ( TFP)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0 － 20% 557 0. 467 0. 13

20 － 40% 568 0. 517 0. 13

40 － 60% 578 0. 529 0. 12

60 － 80% 562 0. 557 0. 13

80 － 100% 569 0. 571 0. 14

表 3 基于高低分组的管理效率与三个影响机制的关系

变量名
低管理效率组 高管理效率组

样本量 均值 样本量 均值

是否使用数控机器 ( 0 － 1) 1593 0. 26 1656 0. 41

是否引进管理信息系统 ( 0 － 1) 1587 0. 25 1653 0. 45

研发交流频率 ( 0 － 1) 1539 0. 83 1587 0.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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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表 2 的统计分析表明: 管理效率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

将全部样本企业以 2015 年管理效率的评分按由低到高进行 5 分位分组，并统计不同分组企

业在全要素生产率上的变化情况。结果发现，对于管理效率最低的 20% 企业 ( 第 1 个五分

位数) 而言，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均值为 0. 467，而管理效率最高的 20% 企业 ( 第 5 个五分

位数) 的全要素生产率均值则为 0. 571，后者较前者高出 22. 27%。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

解释管理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作用的原理，本文以 2015 年管理效率的中位值为基准，将样

本划分为 “高管理效率”、 “低管理效率”两组，表 3 给出了不同管理效率分组的企业在

“是否使用数控机器”、“是否引进管理信息系统”和 “研发交流频率 ( 高低) ”这三个方

面的比较情况。其中 “高管理效率”组企业在这三方面的平均水平分别为 0. 41、0. 45 和

0. 96，分别较 “低管理效率”组企业高出 57. 69%、80. 00% 和 15. 66% ，表明更高管理效

率的企业在配置活动中表现更优。以同样的思路，在图 2 中，我们发现在使用数控机器、

建立管理 信 息 系 统 和 研 发 交 流 频 率 高 的 企 业 中，其 全 要 素 生 产 率 分 别 为 0. 58、0. 59 和

0. 54，均显著优于未使用数控机器、未建立管理信息系统和研发交流频率低的企业 ( 上述

三方面的全要素生产率分别为 0. 50、0. 49 和 0. 47 ) ，表明基于不同的配置行为，企业在全

要素生产率上表现存在较大的差异性。综合说明，上述三方面的配置行为或是解释管理效

率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作用的重要因素。

图 2 三个影响机制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

数据来源: “中国企业 － 劳动力匹配调查” ( CEES) 。

综上统计分析表明: 管理效率对于现阶段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或具有重要的促进效应，

并且企业使用“高质量的机器设备”、引进 “管理信息系统”和提升 “研发交流频率”等配置

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管理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最后，从基准计量模型的设定出发，

在表 4 中给出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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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变量的定义以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 统计定义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全要素生产率 企业 2013 － 2015 年全要素生产率 2851 0. 53 0. 14

管理效率( 2015) 2015 年企业管理效率评分 3252 0. 57 0. 15

管理效率( 2010) 2010 年企业管理效率评分 3174 0. 52 0. 17

是否使用数控机器 企业是否使用高质量机器设备 3249 0. 34 0. 47

是否引进管理信息系统 企业是否引入 EＲP 系统 3243 0. 35 0. 48

研发交流频率 企业每周研发交流次数 3129 2. 58 2. 36

存续年限 2015 年与企业开放年限差额 3486 11. 39 7. 66

是否出口 2015 年企业是否出口 3192 0. 42 0. 49

人力资本 大专及以上学历员工占比( % ) 3129 10. 43 13. 65

是否有独立研发部门 企业是否成立独立的研发部门 3204 0. 44 0. 50

所有制 2015 年企业注册类型 3312 － －

民营企业 2015 年是否为民营控股企业 2070 1 0

国有企业 2015 年是否为国有控股企业 396 2 0

港澳台外资企业 2015 年是否为港澳台外资企业 597 3 0

非港澳台外资企业 2015 年是否为非港澳台外资企业 249 4 0

注: 以上变量均基于“中国企业 － 劳动力匹配调查” ( CEES ) 数据进行整理，本文将样本企业的所有制类型

划分为民营、国有、港澳台外资、非港澳台外资这 4 种类型。

四、实证检验

( 一) 基准回归结果

运用 CEES 数据，本文首先通过简单 OLS 回归模型，基于待估方程式 ( 2) 对管理效率与全

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估计。在表 5 中给出了管理效率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效应的

实证检验结果。

上述回归结果与描述性分析一致。一方面，在表 5 中呈现的结果表明，以 2010 年和 2015 年

企业的管理效率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其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本上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估

计结果至少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这表明，管理效率对于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稳健地促

进作用。另一方面，参数估计结果表明，在充分控制诸如存续年限、所有制和人力资本等企业

特征相关的变量，并固定了行业、地区和年份等影响效应的情况下，管理效率对于全要素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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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影响系数具有显著的经济意义。在表 5 的列 1 － 3 中，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处于 0. 300 ～

0. 505 之间。半对数回归的点估计结果表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前提下，管理效率评分从 0 上升

到 1，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将提高 34. 99% ～65. 70% ( = eβ － 1 ) 。基于我国企业 2015 年管

理效率的平均水平 ( 0. 57 ) ，上述回归结果表明，如果我国企业的管理效率基于均值水平提升

10%，整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将提升 1. 72% ～2. 92%。

此外，以 2010 年企业管理效率评分作为解释变量，通过表 5 列 4 － 6 的回归结果发现: 管理

效率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本上具有稳健地正向促进效应，这表明，管理效率对于全要素生

产率增长具有长期的推动作用。

表 5 管理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的 OLS 回归结果

变量名
( 1)

lnTFP
( 2)

lnTFP
( 3)

lnTFP
( 4)

lnTFP
( 5)

lnTFP
( 6)

lnTFP

管理效率 ( 2015)
0. 505＊＊＊

( 13. 09)

0. 333＊＊＊

( 7. 07)

0. 300＊＊＊

( 6. 70)

管理效率 ( 2010)
0. 371＊＊＊

( 10. 71)

0. 219＊＊＊

( 5. 55)

0. 194＊＊＊

( 5. 04)

国有企业
0. 062＊＊＊

( 3. 46)

0. 049＊＊＊

( 2. 75)

0. 067＊＊＊

( 3. 67)

0. 057＊＊＊

( 3. 11)

港澳台外资企业
0. 064＊＊＊

( 3. 65)

0. 081＊＊＊

( 4. 69)

0. 065＊＊＊

( 3. 71)

0. 084＊＊＊

( 4. 84)

非港澳台外资企业
0. 163＊＊＊

( 9. 47)

0. 184＊＊＊

( 9. 10)

0. 169＊＊＊

( 9. 57)

0. 191＊＊＊

( 9. 55)

人力资本
0. 000

( 0. 33)

0. 000
( 0. 40)

0. 000
( 0. 25)

0. 000
( 0. 28)

企业是否出口
0. 027＊＊

( 2. 12)

0. 045＊＊＊

( 3. 62)

0. 024*

( 1. 91)

0. 045＊＊＊

( 3. 61)

企业存续年限 ( 对数值)
0. 064＊＊＊

( 6. 57)

0. 063＊＊＊

( 5. 99)

0. 063＊＊＊

( 6. 31)

0. 062＊＊＊

( 5. 84)

是否成立独立研发部门
0. 079＊＊＊

( 5. 68)

0. 107＊＊＊

( 7. 13)

0. 092＊＊＊

( 6. 72)

0. 117＊＊＊

( 8. 00)

行业 No No Yes No No Yes

地区 No No Yes No No Yes

年份 No No Yes No No Yes

样本量 2496 2496 2496 2447 2447 2447

Ｒ － squared 0. 063 0. 151 0. 233 0. 041 0. 138 0. 226

注: 括号内数值表示是基于稳健标准误计算的 T 统计量。“* ”指代 10% 的显著性水平、“＊＊”指代 5% 的显

著性水平、“＊＊＊”指代 1% 的显著性水平。表中 lnTFP 为 TFP 原值乘以 100 后取对数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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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进一步分析

在本部分中，基于企业的配置行为，我们针对不同管理效率企业之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差距

提出了三种可能的解释。这些潜在的解释是: 企业的自动化 ( 是否使用数控机器) 、信息化 ( 是

否引进管理信息系统) 和干中学 ( 研发交流频率) 。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展开关于企业管理水平

与产出效率之间的分析。

1. 企业的自动化与信息化

高管理效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表现更好，本文的解释为: 企业的自动化和信息化实现了

企业在生产、管理活动等方面效率的提升，进而实现了企业产出水平的优化。因此，根据式

( 3) ，本文分别构建了关于管理效率对 “是否使用数控机器”、“是否引进管理信息系统”进行

影响的 logit 回归模型。在表 6 的列 1 － 4 中，显示了管理效率对企业自动化和信息化程度影响的

结果。回归发现: 以 2015 年企业管理效率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模型估计结果均至少在 1% 的显

著性水平上显著，并且其影响系数为正。这说明，管理效率更高的企业，往往会更倾向使用高

质量机器设备保证生产质量和效率，或是通过引进管理信息系统实现决策效率的提升。在充分

引入企业特征相关的变量和固定效应后，在表 6 的列 2 和列 4 中，从参数估计的结果中可进一步

看出: 管理效率的边际概率分别为 0. 514 和 0. 764，这说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前提下，管理效率

提升 1%，使 用 数 控 机 器 企 业 的 比 例 将 提 升 0. 51%，引 进 管 理 信 息 系 统 企 业 的 比 例 将 提

升 0. 76%。

表 6 管理效率对各影响机制变量的回归检验

变量名

( 1)

是否使用

数控机器

( 2)

是否使用

数控机器

( 3)

是否引进管理

信息系统

( 4)

是否引进管理

信息系统

( 5)

研发交流频率

( 对数值)

( 6)

研发交流频率

( 对数值)

管理效率 ( 2015)
0. 638＊＊＊

( 10. 74)

0. 514＊＊＊

( 7. 26)

0. 975＊＊＊

( 15. 17)

0. 764＊＊＊

( 9. 83)

1. 090＊＊＊

( 15. 54)

0. 921＊＊＊

( 11. 61)

一般控制变量 No Yes No Yes No Yes

行业固定效应 No Yes No Yes No Yes

地区固定效应 No Yes No Yes No Yes

时间固定效应 No Yes No Yes No Yes

样本量 2797 2797 2818 2818 2752 2752

Pseudo Ｒ2 0. 030 0. 196 0. 062 0. 237

Ｒ － squared 0. 141 0. 226

注: 前 4 列系数为根据边际调整后的系数、括号内数值表示是基于稳健标准误计算的 Z 统计量，后 2 列括号

内数值为 T 统计量，在“一般控制变量”中包括企业的所有制、是否出口、人力资本和存续年限等变量。“* ”
指代 10% 的显著性水平、“＊＊”指代 5% 的显著性水平、“＊＊＊”指代 1% 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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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根据式 ( 4) ，在基准回归中增加了代表企业自动化 ( 是否使用数控机器) 的

变量，考察企业的自动化水平对管理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影响的解释程度。表 7 的列 1 为

“是否使用数控机器”的检验结果，在充分引入固定效应和一系列控制变量后，回归发现: 管理

效率、“是否使用数控机器”对全要素生产率均至少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且影响系数为

正; 并且其中管理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相关系数降为 0. 280，是 表 5 列 3 估 计 结 果

( 0. 300) 的 93. 33%。这说明在两者之间的影响中，通过企业的自动化过程 ( 使用高质量机器设

备) 解释了管理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影响效应的 6. 67%。按照同样的思路，表 7 列 2 的结

果显示了通过引进管理信息系统，即企业的信息化过程解释了管理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影

响效应的 17. 33%。

表 7 加入传递机制后管理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效应分析

变量名
( 1)

lnTFP
( 2)

lnTFP
( 3)

lnTFP
( 4)

lnTFP

管理效率 ( 2015)
0. 280＊＊＊

( 6. 38)

0. 248＊＊＊

( 5. 40)

0. 264＊＊＊

( 6. 24)

0. 219＊＊＊

( 4. 96)

是否使用数控机器
0. 071＊＊＊

( 5. 94)

0. 048＊＊＊

( 3. 87)

是否建立管理信息系统
0. 114＊＊＊

( 8. 03)

0. 104＊＊＊

( 6. 86)

研发交流频率

( 对数值)

0. 035＊＊＊

( 3. 51)

0. 029＊＊＊

( 2. 97)

一般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地区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2421 2421 2421 2421

Ｒ － squared 0. 243 0. 258 0. 232 0. 261

注: 括号内数值表示是基于稳健标准误计算的 T 统计量。“* ”指代 10% 的显著性水平、“＊＊”指代 5% 的显

著性水平、“＊＊＊”指代 1% 的显著性水平。

2. 企业的开放程度

除企业的自动化和信息化之外，由于有更开放的交流环境，相对低管理效率的企业，管理

效率更高的企业可能更有生产力。为了检验企业的开放性程度 ( 研发交流频率) 的差异是否可

以解释高低管理效率企业之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差距，本文根据式 ( 3) 构建了管理效率与 “研发

交流频率”之间的半对数模型，表 6 的列 5 － 6 为两者之间的基准回归结果，研究发现两者之间

估计的结果均至少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即管理效率对于企业研发交流频率的提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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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半对数回归点估计的结果说明，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管理

效率评分从 0 上升到 1，研发交流的频率将提高 151. 18% ～ 197. 43%。基于我国企业 2015 年管

理效率的平均水平，上述回归结果表明: 如果我国企业的管理效率提升 10%，整体的研发交流

频率将提升 5. 36% ～6. 38%。在此基础上，针对企业的开放性程度对管理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

之间传导的效应进行分析，表 7 的列 3 为其检验结果，分析发现: 管理效率、“研发交流频率”

对全要素生产率均至少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 并且其管理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

相关系数是表 5 列 3 估计结果 ( 0. 300 ) 的 88. 00%。这说明通过提升企业的开放性这条途径进

行传导的效应为 12. 00%。

最后，在表 7 的列 4 中，我们将自动化、信息化和开放性程度这三个因素同时纳入计量经济

学方程。回归结果与表 5 列 3 的估计值相比，全要素生产率的系数估计值下降了 27. 00% ( 从

0. 300 到 0. 219) 。这意味着，这些与企业配置行为相关的因素能够有效地部分解释为什么高管

理效率的企业在全要素生产率的表现上更好。

综上所述，对影响机制检验的结果表明，在充分引入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存续年限、人力

资本、是否出口以及是否有独立研发部门等因素之后，“是否使用数控机器”、“是否引进管理信

息系统”和“研发交流频率”这些因素对管理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具有较为显著的

影响。在充分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管理效率通过上述 3 个影响机制综合传导的效应解释了

管理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作用的近 30%，这表明在企业的 “投入 － 产出”结构中，仅对结

构两端的因素进行改善是欠考虑的，为提升结构的转化效率，其中传递途径的改善也是企业需

要重点关注的方面。

五、结论和建议

与现有文献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研究的视角有所不同，本文从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出发，选

择管理效率的角度，基于 CEES 数据，就管理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另

外，考虑到在企业投入 － 产出结构中传递途径的作用，并基于管理是通过改善资源配置水平和

构造开放性的交流环境等方面实现产出效率优化的思考，因此，本文引入 “是否使用数控机

器”、“是否引进管理信息系统”和“研发交流频率”这 3 个变量作为影响机制，进而对管理效

率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作用机理展开更深一步的分析。

基于 OLS 的识别策略，本文基于 CEES 数据，就管理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影响效应

进行了稳健的因果推断。主要回归结果表明: 1. 管理效率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

向作用，相关系数的分析说明，如果企业的管理效率基于 2015 年均值的水平提升 10%，我国企

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将增长 1. 72% ～2. 92% ; 2. 按照中介效应模型一般的做法，从实证的角度检

验了两者之间产生作用的 3 个影响机制，并测算出由 “是否使用数控机器”、“是否引进管理信

息系统”和“研发交流频率”进行传导的效应分别为: 6. 67%、17. 33% 和 12. 00%，三者综合

的传导效应为 27. 00%。这说明在企业投入 － 产出结构中，对传导途径的改善同样是驱动全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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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率提升的重要方面。

因此，本文建议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促进企业基于管理效率进行改革:

第一，企业应该充分认识到管理效率是支撑自身产出绩效提升的重要因素。与美国、欧盟

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囿于管理体制和经验的不足，导致我国企业的管理效率显著偏低，这

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生产率持续增长的重要短板之一。对此，企业可以通过强化基

于管理方面的人力资源管理，通过参加各类高质量的管理培训，进而推动企业现代化管理能力

的升级。

第二，着重提升企业家群体的管理意识。企业家对管理的重视程度不足是阻碍现阶段我国

企业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原因之一。政府应运用财政专项补贴、政府采购等多种方式，加大对我

国企业家群体在管理相关培训上的投入。与国际专业管理咨询机构合作，有计划地开展规上企

业家的现代管理方法轮训计划，通过高质量、针对性的培训，有效激发我国企业家的管理创新

意识，推动我国企业家管理能力提升。

第三，企业应当进一步开放管理模式，充分鼓励企业内部及企业外部的交流与合作，逐步

建立起企业的“干中学”机制，以此不断强化企业的创新活力，为更大程度地发挥人力资本的

作用提供良好的“软制度”环境; 另外，企业也应当注重从规范与流程方面进一步强化管理配

置水平，通过引入必要的机器设备以及固化的管理体系、系统、平台等不断提升企业内部的配

置效率，为员工自主性的更有效发挥提供必要的软件和硬件基础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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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Management Practices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New evidence based on Chinese employer － employee survey ( CEES)

Cheng Hong Wang Mingming Li Tang

Abstract: The issues related to the growth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 TFP ) about the China

economy have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economics at home and abroad.

Different from the existing literature，such as the research from the macro perspectives of human

capital，Ｒ＆D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This paper innovatively chose the micro －

perspective which is so called management practices and uses the“China Employers － Employ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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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 CEES ) data to manage the management score. A comprehensive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problem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ese enterprises have been detected. For the first

time using the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and standardized World Management Survey ( WMS) and the

scale of the management practices，CEES obtained data on the management practices of 1，084 Chinese

firms. The survey shows that compared with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region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there is still a big gap in the management practices between Chinese

firms. The management practices indicators are decomposed into four subdivision dimensions:

performance incentives，management operating，targets planning and assessment supervision.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for the current stage of Chinese firms，they do better in incentives，management

operating and inspection，but they are worse in the targets planning，which is the shortcoming of the

current overall management practices improvement. On this basis，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enterprise

dimension and conducts a robust empirical test on the impact of management practices on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enterprises. The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worse performance

of management practice is the important shortcoming which restricts the growth of China＇s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Under the premise of other factors which are controlled，the 2015 enterprise management

practices score is used as the explanatory variable. We have found that the management score increases

by 10%，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 TFP) of the enterprise will increase by 1. 72% ～ 2. 92%，

which means the management practices are improving the growth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 TFP) .

In addition，in the part of the robustness test，we used the 2010 firms’management practices score as

the explanatory variable，and the regression results basically support the above conclusions，which also

shows that management practices has a long － term driving effect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 TFP) .

On this basis，this paper uses the general practice of mediation effect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management practices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 TFP) . The results of the regression

show that the use of high － quality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the introduction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frequency of Ｒ＆D and development exchanges are the

important mechanisms for management practices to affect the growth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 TFP) . In conclusion，we not only prove the management practices have improved the growth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 TFP) ，we also found the mediating effects between management practices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 TFP ) . In other words，we have made the contribution to the

management practices detection of China，and the outcomes can be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countries

or areas in the world.

Keywords: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 Management Efficiency ; Influence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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